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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回顧﹕從長期停滯到持續增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以來，經濟持續增長。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

後﹐走勢尤見凌厲。2008年中國人均 GDP 22698元人民幣 (3330美元) ，1扣除通脹因

素後，是 1978年的 11點 92倍！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這樣的增幅，是人類歷史中未曾

有過的事。若按世界銀行把不同收入國家分類的標準，中國已從低收入國家晋升為中

低收入國家。 

 要了解中國經濟迅速增長的歷史意義，我們可參考表一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 

(Angus Maddison) 教授估算的數據。 

 

表一：中國兩千年來的人均 GDP 

公元 50年 960年 1280年 1820年 1952年 1978年 

$450 $450 $600 $600 $537 $979 

 

按 1990年國際元購買力計算 

資料來源：Maddison (1998) 

 

 從表一可見，公元 50 年至 1952 年的十九個世紀間，中國人民的人均生活水平

只上升了 19%左右，就算是解放後的頭 29年，增幅雖然較為可觀，但成績尚不能算非

常優異。2 

十九個世紀或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停滯，正好符合了經濟增長理論中「貧窮陷

阱」 (poverty trap) 或「馬爾薩斯均衡」(Malthusian equilibrium) 的主要特徵。其實，在

這近二千年中，中國的總體生產絕非如此不堪，毫無長進，只是人口的增長，幾乎完

                                                 
1  本文採用有關中國的數據，除特別說明外，都出自<中國統計年鑒>。 

 
2 麥迪森所用的數據與官方 GDP 數據有差異，原因是前者把中國總產量在世市場中的

價值變化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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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把生產吃掉。3 哈佛的珀金斯在其巨著 (Perkins (1969)) 中指出﹐1968 年中國的糧產

是 1368年的十倍左右﹐人口也是十倍左右﹐人均產值也就基本上沒變。此發現與「馬

爾薩斯均衡」理論相符。 

我們知道﹐擺脫「貧窮陷阱」﹐從而進入持續的「增長均衡軌道」(growth 

equilibrium path) 絕非理所當然。近半個世紀，非洲不少國家雖得到不少外援，但人均

收入卻不斷下跌，經濟持續增長的難度可見一斑。解放後的頭 30年，中國經濟已有脫

離「貧窮陷阱」的跡象，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更全面進入了「增長均衡軌道」。 

 

(2)  建國頭 30年 

為什麼過去六十年中國經濟成績比過去二千年好得多？表二對這問題有啟發

性。 

1820 年，鴉片戰爭尚未發生，西方的工業革命剛開始，中國 GDP 佔世界 GDP

的三分之一，但到了 1950 年已跌至 5%，炎黃子孫不免要感到面紅。這中間的落幅，

主要原因不在中國的下跌，而是別人科技生產上的進步。從 1950 年到未來的 2015

年，中國的比例能拾回升軌，相當一部份原因是可以借鑒外國的先進科技及生產力，

自己不用再在黑暗中摸索。但這又帶來另一問題，為什麼建國的頭 30年成續遠遠比不

上後 30年？ 

 

表二：中國 GDP佔世界的比重 (%) 

公元 1700年 1820年 1900年 1950年 2001年 2015年 

22 33 11 5 12 20 

 

按 1990年國際元購買力計算 

資料來源：麥迪森 (2003)  

                                                 
3  關於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可參考 Ehrlich and Lui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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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表面常理推斷，建國後上半期的經濟增長幅度實不應低於下半期。經歷了

百多年來的戰亂和列強掠奪，解放初期百廢待舉，經濟基數低企，只要建設的環境穩

定，發展的潛力是巨大的。事實上，中國後來能迅速增長﹐部份基礎亦確是在頭 30年

建立的。例如，據 2005 年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65 歲或以上的人口中(1940年或

以前出生)，46.9%是文盲，但 35 至 54 歲人口中(1950 至 1970 年出生)，文盲率只是

6.81%，4  由此可知中國政府盡了不少力氣掃盲，對以後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要。 

不過，眾所周知，建國後中國政府遇到的困難及犯上的錯誤亦是嚴重的。五十

年代初參加韓戰，經濟遭封鎖，大躍進時因糧食減產及分配機制失誤死掉近三千萬人

(Kwan and Chow, 1996)，文革及多次的政治運動，全都大大不利中國的經濟發展。 

在種種拖慢經濟發展的因素中，影響最大的的恐怕是頭二三十年錯誤的發展戰

略。中國政府當時為了早日超英趕美﹐基本上沒有理會本國的相對優勢或劣勢。 

中國的生產要素禀賦主要特點是資本少，勞動力多。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在勞

動密集產品上有相對優勢，在資本密集產品上則有相對劣勢。多生產前者，再在國際

市場上換取後者，最符合有效配置資源的原則。但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國策是「自

力更生」，發展沒有優勢效率低下的重工業，並且以壓低工資，壓低礦產資源價格，

及壓低農產品價格的方法，亦即農村補貼城市的策略去支持重工業的發展。這種戰略

模式，出發點或許是要抗衡西方的敵視，也可能是好勝心太強，不相信經濟發展有其

規律，政府可對其任意操控。但不管原因為何，所付出的代價是夠沉重的。我們可從

改革開放後的巨大進步中反面地看到趕超戰略的重大失誤。5 

                                                 
4   據 <2005年全國 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 >表 4-2的數字計算。 
 
5  林毅夫(2009)及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都有詳盡解釋為什麼趕超戰略造成了    

   重大的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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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倒台後，中國經濟瀕臨崩潰，這有力的促使中國政府必需改變發展戰

略。但該怎麼辦？有兩方面的發展最值得我們注意，其一是農村的改革，其二是對外

開放及隨之而來的企業改革。 

 

(3) 農村改革 

在農村改革以前，農業生產組織的基本單位是人民公社及生產隊。這些單位人

數眾多，生產規模較大，符合當時「農業的根本出路是機械化」的口號。但中國人口

充裕，機械會取代勞動力，反造成勞動力過剩，人浮於事。 

更為嚴重的是，生產隊人數太多，不同的人貢獻有多少，不易搞得清楚，很難

建立公平有效的激勵制度。沒有合理的激勵，農民工作的積極性便不足，靠宣傳打氣

也解決不了問題。另一困難是政府為了補貼工業，把農產品價格壓低，農民生產的動

力又再受打擊。 

1978 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針對這些問題，決定提高農產品的統購價，平均價格

提高了 22.1%。與此同時，為了降低生產隊的規模，政府批准了規模較小的「包產到

組」及「包乾到組」。其後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自發推出了規模更加小的「包乾到

戶」，又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家庭在完成了合約承包的生產後，額外的

產量可由該戶擁有。這種產權改革，使農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家庭聯產承包責任

制」迅速打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到 1984年全國幾乎所有的農村都採用了這個

制度 (林毅夫 (2009)) 。 

在 1978至 1984這幾年間，中國的農業實質產值上升了 61%，而推動這巨大增

幅的力量，主要是量度生產效率的全要素生產力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提高了

40%。為什麼全要素生產力會上升？根據 McMillan, Whalley and Zhu (1989) 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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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全要素生產力的上升來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22%來自價格增幅所帶來的激

勵。 

農業改革成功的意義重大。第一，它印證了產權私有化及價格市場化可以帶來

巨大的激勵與生產動力，從而增強了改革者的信心。第二，農業增產可穩定民心，並

鞏固改革者在政府的權力。不過，私有化及市場化只能把農業產量提高到一個新的台

階，不太可能使農業持續增長。數據亦證明了農業產值的增長率在 1984年以後遠比不

上 1978 至 1984 年期間。推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主要來自開放政策帶來的大規模企

業改革。 

 

(4) 對外開放與企業改革 

由鄧小平提出，趙紫陽執行的對外開放政策，可被視作經濟全球一體化過程中

的重要組成部份。1980至 2006年全球實質進出口總額增長了 5倍，跨境金融資產佔全

球 GDP比重由 1990年的 58%增加至 2004年的 131%。6至於中國，1978年時進出口總

額只有 206億美元，佔 GDP 9.74%，但到了 2007年，總額已高達 21737億美元，佔同

年 GDP的 66.3%。外商的直接投資，也有以數十倍計的增幅。 

開放政策是否有利經濟增長？表三的例子對這問題有啟示。1952 至 1978 年，

開放政策尚未實施，廣東與貴州都同樣封閉，經濟增幅也相若。其後，廣東遠比貴州

開放。在 2007年廣東進出口總額佔 GDP 140%左右，貴州則只是 6%。從 1978至 2007

年，更開放的廣東，增長便遠遠拋離了貴州。 

 

 

 

 

                                                 
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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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三﹕實質地區生產總值指數 

 廣東 貴州 

1952 1.00 1.00 

1978 3.673 3.743 

2007 150.77 50.04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從理論上而言，開放外貿及引進外資，會逼使中國的企業面對全球性的激烈競

爭。企業若效率低下，不易避得過倒閉的收場。要生存下去，便要生產自身有優勢的

產品。 

中國勞動力充裕，有優勢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至於資本密集型的產品，根本

競爭不過資本充裕的國家。中國的企業若要勉強生產資本密集產品，便要靠國家的力

量，剝削工人及農民的收入以作補貼，才可持續下去。 

八十年代初﹐不少港台企業家看中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紛紛到內地設廠生產勞

動密集產品，內地的企業亦依樣葫蘆。這一步茲事體大，產品符合相對優勢，迅即攻

佔龐大的世界消費品市場。但競爭壓力所造成的影響尚不止此。企業為求利潤，必需

改善管理，羅致人才及激勵願意承受合理風險的企業精神。 

鄧小平的「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剛好是對症下藥的重要戰略。有了這個新政

策，過去「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的平均主義工資機制便可打破。工作能力強

的，知識豐富的，市場中需求殷切，他們可獲較高的薪酬，這又從而激勵了更多的人

願意投資在自己的人力資本之上，以圖增強工作能力。 

在平均主義的年代，大家並無誘因耗費精力自我增值。投資在人力資本上，是

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策略，亦是不斷提高產品質量的保障。擺脫平均主義的約

束，當然對培養企業精神有好處。若担負了風險投資賺到利潤後便要遭到清算，誰肯

做企業家？ 



7 
 

十一屆三中全會承認了物質利益的重要性，這對國企的改革亦帶來深遠的影

響。依靠中央計劃的經濟體制，因為缺乏必要的資訊，很難清楚辨別出企業中那些員

工能力高強或做事幹勁十足。奬勵這些員工的機制亦無從運作。在利潤全部要上繳到

國家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經理廠長亦無重大的物質理由要努力替企業謀取利潤。經理

廠長較為了解自己員工的表現，他們若能得到更大的管理自主權，有利於準確地激勵

員工。 

1978 年四川有四千家企業試行利潤留成制度，即把增加的利潤一部份留給企

業，以作激勵及發展用途。這本來是對症下藥的好事，但 1979 年這方法向全國推廣

後，卻發現新的問題。企業為求留下更多的利潤，時有謊報情況的傾向，國家因而只

拿到部份它應得的利益。 

1985 年開始推行國企承包制，也有類似問題，廠長經理總有創意無限的辦法把

利益多留給自己或企業，少上繳國家。這個難題不易解決，原因是國企的所有權屬於

國家及人民，而非負責日常營運的經理廠長。後者並無特別的誘因去保護國家的利

益。 

沒有私有產權的基礎，權力下放可能引致道德風險。鄉鎮企業及民營企業因為

只求賺錢，目標明確，這個問題反而小得多。 

國企的另一難題是它們經常要負起一些國家分派下來但卻會虧本的任務，繼續

僱用冗員便是其中一例，它們在市場競爭中的生存能力因而大受影响。有了這些負

累，國企就算發現良好的商機，也不易轉型。在這方面，以創造利潤為唯一要旨的鄉

鎮企業及民企便靈活得多。 

根據以上的分析，鄉鎮企業及民企的發展速度遠勝國企，是意料中事。從表四

可知，集體工業 (主要包含鄉鎮企業) 及城鄉個體工業(後來演變為民企)的工業總產值

增長速度都遠比國企為快。其它類型工業(主要包含港澳台及外資工業)，增長亦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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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迅猛。1980 年時中國的工業總量主要由國企貢獻，但時移世易，到 1999 年國企的

工業總產值只佔工業總產值不足三份一。 

 

表四：工業總產值 (億元) 

 國有工業 集體工業 城鄉個體工業 其它類型工業 

1980 3916 1213 1 24 

1985 6302 3117 180 117 

1990 13064 8523 1290 1047 

1995 31220 33623 11821 15231 

1999 35571 44607 22928 32962 

 

資 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 

 

 上述工業結構演變的過程，可被視為中國的「漸進主義」模式。國企雖效率低

下，問題叢生，但中國政府依然保護它們，任其繼續存在。但與此同時，鄉鎮企業自

發地迅速發展，個體或私營企業不再被當作資本主義事物而受到禁制，港澳台及外國

資金紛紛設廠開業，在在都使到國企的相對重要性逐步下降。至於「漸進主義」的利

弊，我們在下文將繼續探索。 

 

(5) 收入分佈 

對外開放政策把中國的企業推到與全球競爭的舞台上，為了在競爭中取勝，中

國無可避免的要摒棄平均主義。但這樣一來，收入分佈總會受到影响。 

我們若採用一些常用的指標去比較改革開放初期的收入差距與近年的收入差

距，很容易便可見到這些差距似乎正在擴大。 

 從表五可知，在 1978 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 2.37 倍，這顯示改革

開放初期城鄉收入已有頗大的差距。這個差距指數在 1985 年下降至 1.72 倍。上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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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八十年代初農業改革成功，農民收入隨著上升，這正是當時差距收窄的原因。但

此現象只曇花一現，自此以後，城鄉收入差距持續上升，在 2007 年它已增至 3.33

倍。 

 

表五：城鄉收入差距 

 1978 1985 2007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16元 685.3 元 13786元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133.6元 397.6元 4140元 

    

城鄉收入水平對比 (農村居民 = 1) 2.37 1.72 3.33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表六則說明，現今地區的收入差別仍十份顯著。表中的三個省份，分別位處地 

理經濟條件完全不同的東部、中部及西部。較富裕的浙江，人均收入是位處大西北甘

肅省的 3.59倍，差距不可謂不大。7 

 

表六：地區人均生產總值 (2007年) 

 

浙 江 37115元 

湖 北 16197元 

甘 肅 10326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7  關於收入的地區性差 別問題，可參 考 Ho and Li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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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收入分佈方面，1978年的基尼系數 (Gini’s Coefficient) 是 0.29，2004 年

則是 0.42。8 我們若認同較高的基尼系數反映更不均的收入分佈，似乎可以下結論，改

革開放後中國的收入分佈變得更加不均。9 

這個結論與另一命題「改革開放政策引致了收入分佈更加不均」在邏輯上並不

等同，後者對既想繼續改革開放而又希望締建和諧社會的中國政府更為重要，這命題

是否正 確必須仔細推敲。 

我們若以國際貿易的主流理論分析這命題，當可得到開放政策會縮小而不是擴

大中國貧富差距的結論。國際貿易與資金流入，有助增加城鎮工作職位，吸納農村人

口，從而收窄城鄉收入差距。這個結論有實證支持。2007 年國際貨幣基金發表了一份

關於全球化與不平等的報告 (IMF (2007))，當中引用了Wei & Wu (2007) 及 Lin, Zhuang, 

Yarcia and Lin (2008) 的實證結果。他們發現，貿易自由化 (1) 減低了中國城鄉之間的

基尼系數，(2) 減低了中國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3) 稍為提高了中國城鎮內部的基尼

系數，(4) 減低了中國整體的基尼系數。國際貨幣基金的報告本身亦有有關中國的定量

研究同樣發現，進出口貿易額增加，或貿易自由化都降低了基尼系數，推廣教育也達

到這效果，但科技進步卻會推高基尼系數！ 

根據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下這個論斷：改革開放本身並無造成貧富不

均，但隨之而來的科技進步卻會提高基尼系數。科技進步後，技術人員更形吃香，他

們的收入也會水漲船高。科技人員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本來便比常人為高，改革開放使

到他們的收入再有提升，這同時也意味著投資在教育的回報率會增加，人民有更高的

                                                 
8  1978年基尼系數出自 Ho and Li (2008); 2004數字出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 頁 42。 

 
9 用基尼系數量度收入不均的程度，頗具爭議性。從有關庫茲涅斯曲綫(Kuznets Curve) 

的理論中，我們可知，基尼系數上升可意味著收入更不平均，但同時也可能意味著收

入更平均。在本文中我們假設基尼系數上升是代表了收入分佈較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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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努力學習。這些結果會拉闊社會中的收入分佈，但有利於推動「科教興國」，

不見得是壞事。 

改革開放不是擴闊收入差距的元兇，什麼才是？據世界銀行 (1997) 一項研究，

在 1984 – 1995年間，中國 75%的不平等指標的變化，都是源於城鄉差距的變化而來。

我們若關注中國的收入分佈問題，便必需特別注意農村。 

從上文表五可見，城鄉收入差距不但大，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後沒有下降的趨

勢。這並不意味著農村收入沒有增加，只是增幅遜於城市。10 我們已指出過，1978 年

至 1984 年間，農產量急升，就算在近年，農村的產量也有長足的進步。從 1989 年至

2007 年，農林牧漁業的實質總產值，平均每年上升 6.14%，這個速度不可謂不高，為

什麼農村人口的收入增幅不盡如理想？ 

在建國後很長的時間內，甚至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農產品的價格常被人為

地壓低，目的是要容許國企可以用較低工資僱用工人，亦即貫徹農村支援城市或農業

支援工業的策略。這策略對農民當然大大的不利。其後，農業中自由市場的比重增

加，農民的收入又遇上另外兩種制約。正如林毅夫 (2009) 指出，農產品的收入彈性及

價格彈性都很低，這意味著人民收入就算大幅上揚，對農產品的需求也不會增加多

少，但產量上升後農產品的價格卻會受到很大壓抑。 

提高農民收入最有效的辦法或許是減少他們的人數。若一部份農村人口在城鎮

中找到工作，餘下繼續務農的人口每人便可以擁有較多的耕地，從而提高收入。不

過，這裏也有一個問題，有能力離鄉別井的，多是年輕力壯生產力較高敢於冒險的農

民 ﹔不動如山留守家鄉的，也許相當一部份是老弱殘兵。這現象會部份抵銷了人均耕

地增加所帶來的好處。 

                                                 
10  表五所用的收入數字是未有扣除通脹的名義收入。我們要注意，農村物價上升較城

鎮慢。我們若用實質收入的數據，會看到 2007年城鎮的人均實質收入是 1978年的

7.52倍，而農村則是 7.34倍，升幅幾乎一致。這反映出，從實質收入角度看，城鄉的

差距其實並無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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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城鄉人口結構 

 城鎮人口比重 (%) 鄉村人口比重 (%) 鄉村人口 (萬人) 

1982 20.9 79.1 79,736 

1990 26.4 73.6 84,138 

2000 36.2 63.8 80,739 

2007 44.9 55.1 72,75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 

 

改革開始後不久，鄉鎮企業的湧現曾吸納了不少農民在家鄉附近轉職當工人，

近年大量的民工則跑到珠三角長三角等工業中心找工作，這些都有利於降低農村人

口。表七可見，鄉村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從 1982 年的 79.1%急降至 2007 年的

55.1%，這是數以億計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是可喜的現象。但表七同時亦顯示出鄉村人

口的絕對數值從 1982 年至 2000 年並無減少，人口遷徙只是舒緩了鄉村人口增加的壓

力。我們見到農民收入上升不夠快，這可能便是原因之一。最近幾年鄉村人口終於下

降一成，他們的收入有望可升得快一點。 

 

(6) 貪污腐敗 

 困擾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因素是貪污腐敗。貪污活動在道德上不可接受，

但它對經濟的影响卻有點複雜。在短綫而言，貪污行賄可能起到潤滑劑的作用，加快

政府行政的速度。行賄也可視為價格機制受到干預被扭曲後市場的回應，賄款不完美

地扮演了價格的部份角色，使資源流向最願意付出代價的人手上，而不是胡亂地被配

置。在資源配置機制不完善的條件下，若貪污被禁絕，很多經濟活動可能便無法進

行，市場一潭死水 (參看 Lui (1985) 中的貪污模型) 。不過，我們若用長遠的角度看貪

污，則可知它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有十分負面的影響。貪污一旦盛行，當貪官的收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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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比工程師、醫生、教師或其它對社會生產有貢獻的人士要高的時候，不少人便會把

時間精力轉投在如何搶得權力，學懂貪污之道上面。這樣，投放在對社會生產力有實

質貢獻的活動，例如學懂修橋建路，經邦治國的學問，便會大大減少，不利經濟增長 

(參看 Ehrlich and Lui (1999)) 。 

 擁有配置資源的權力是做貪官的重要條件。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貪污不

可能出現，原因不是貪官不貪，而是沒有人願意賄賂他們。二十年前，在中國買一輛

鳳凰牌自行車也要走後門，今天如果百貨店的售貨員要索得賄款才肯賣車﹐我們根本

不用理會﹐跑到別家百貨店購買便可。 

 如果完全競爭的市場能杜絕貪污腐敗，為甚麼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更依靠

市場機制時，貪污似乎比建國頭三十年更是普遍 ﹖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常被視為路不拾遺的廉潔國度。五十年代的

三反五反運動嚴厲打擊貪污，但案件多是涉及一些偷雞摸狗的瑣事，與今天以千萬元

計的大案不可同日而語。當時貪污的確是被壓了下去，幹部不敢以身試法。在眾人都

廉潔自愛，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環境下，某人如果心存貪念，挺而走險，很易便會被檢

舉。貪污的機會成本太高昂，就算市場飽受扭曲，貪污也不易盛行。但文革時期法制

破壞殆盡，貪污瀆職不一定受到懲處，只要懂得辨別政治風向，便可如魚得水，腐敗

活動又再滋生。文革後貪官處處，他們可建立攻守同盟，互相包庇，貪污的安全度大

增，週期性的反貪運動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腐敗普遍，是意料中事  (參看 Lui 

(1986)) 。 

 第二，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國不少物資都實行價格雙軌制，即指令性

的計劃價與一般較高的市場價並存。當時社會中出現了不少「倒爺」，他們可以透過

關係或賄賂，以偏低的計劃價從掌握配置權力的官員手中購入物資，再以市場價售出

圖利。今天雖沒有名義上的價格雙軌制，但不少資源的價格仍被扭曲。例如，國有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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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利率受中央控制，經常偏低，借貸人有很大的誘因賄賂銀行官員爭取貸款。一些

實力人士賤賣國有資產的傳聞，我們也不絕於耳。11 在改革開放前，一些貪官不見得

不想利用扭曲了的計劃價圖利，但當時市場經濟一潭死水，缺乏擁有足夠購買力的買

家，貪污腐敗尚不易泛濫。 

 

(7) 發展路向與有待處理的問題 

中國建國頭三十年採用指令經濟模式，後三十年則摸著石頭過河「漸進」改

革。後者與前蘇聯及東歐在九十年代改革要一步到位的「震蕩療法」大相徑庭。「震

蕩療法」差點導致蘇東經濟全面崩潰，大量習慣於被補貼政策保護而效率低下的企

業，突然要在市場競爭中自力更生，很快便變得奄奄一息。 

「震盪療法」的失敗正好印證「欲速不達」所含的智慧。以效果而論，「漸進

主義」顯然遠勝「震盪療法」，但二者主要的不同只在改革過程的快慢及步驟，最終

目的及方向並無真正分歧，都是向產權私有化及資源配置市場化邁進。 

其實所謂「漸進主義」也不是這麼「漸進」。改革初期農村放棄人民公社「大

鑊飯」的組織模式，改為採用「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在農村中便立時引起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對外開放政策把中國的企業推上面對全球市場競爭的舞台，並且打破平

均主義的薪酬制度，同樣都是革命性的改變。中國的戰略與蘇東不同之處，是改革政

策逐項出現，不是一步登天。 

中國的漸進戰略雖然成功，但餘下要走的路仍很遙遠。中國政府害怕失業率上

升，不想國企倒閉，也許要等到民企在市場中比重更高的時候才敢撤走對國企的優

待。但這樣一來，某些國企不公平的壟斷力量便可繼續下去，消費者便得不到競爭帶

來較低價格的好處。 

                                                 
11  政府出售國有資產的原因﹐可參看 Li and Lu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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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了保護國企，四大國有銀行八成以上的貸款都要借給國企，而且利率偏

低，別的企業要借貸卻是困難重重。在證券市場中，非國企要集資，一樣面對不公平

的競爭。這些做法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十分不利。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相當大程度地是因為對外開放政策帶來了競爭，從而逼

使企業要多生產符合其相對優勢的勞動密集產品。不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

金的跨境流動性大增，一個國家是勞動充裕還是資本充裕，已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中

國能否再倚靠廉價勞工，也大成疑問。若要繼續改善人民的生活，通過教育培訓及科

技去提高他們生產力，已是必要的發展戰略。 

中國政府也提過「科教興國」的口號，但在實際運作上，這口號仍未真正落

實。2006 年中國的教育經費合計佔 GDP 4.6%，其中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只佔 GDP 

3.0%，以世界標準而言這是極為偏低的。12  反觀同年的固定資本形成，卻佔了 GDP

的 41.8%。 

人力資本的投資低企，固定資本的投入比重則在世界名列前茅，會造成極大的

失衡，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獎經濟學家赫曼 (James J. Heckman) 多

年前已對此大加批評，但情況改善很緩慢。不但如此，教育經費分配的方法也大有問

題。 

農村人口眾多，但所得的政府教育經費卻不及城市的一半。這對收窄城鄉差距

十分不利。幸好中國人民極度重視教育，家庭中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絕不手軟，部

份抵銷了政府資源分配失誤帶來的影响。至於高等院校，雖獲得較高比重的經費，但

不少院校興建大樓的興趣似乎遠大於聘用大師，中國教育界對此頗有爭議。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到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民脫離了貧窮，但城鄉收入差距及地

區收入差距都對締造和諧社會構成威脅。這兩種差距，部份源於過去政府要以低糧價

                                                 
12  中國的科研投資卻不算太低。2007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佔 GD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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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低礦產價格去補貼沿海城市的國企工業。在今天，正如上文所述，投放在農村的教

育經費依然偏低，大大不利農民提高生產力及社會上移流動性。 

要解決這問題，除了增加教育開支外，尚應公平對待農民，使他們像城市居民

一樣，可在市場中出售自己擁有的土地。若能如此，新增的財富可顯著提高內需消

費，農民移居城市的速度亦可加快，這對改善農村人均耕地面積大有好處。 

 

(8)  結語 

建國六十年的頭三十年，中國的經濟建設有相當的成就，人民的物質生活也較

前改善，但不顧自身相對優勢的趕超政策，干擾經濟發展的政治運動，及平均主義的

收入分配模式，在在都拖慢了經濟發展。在後三十年，總體而言被視作「漸進」式的

改革過程，其實每一步都暗藏玄機，足以引起翻天覆地變化，二千年跳不出的貧窮陷

阱，晃眼已成歷史回憶。 

 中國所走的路基本上是資源配置市場化，產權私有化，和敢於在全球競爭中爭

取商機。中國是經濟全球一體化過程中最大的贏家。但中國的改革仍未徹底，低效率

浪費資源的現象隨處可見。正因如此，中國未來的改善空間依然巨大，每一步的改革

都可能釋出新的動力，把經濟推上新的台階。這也意味著中國的高增長期還會持續一

段很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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